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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冶铜“西来说”的形成及
其主要困扰

Formation and the Key Confusions of the Claim that Chinese Artificial
Copper Metallurgy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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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000 年以前，人工冶铜技术集中地出现在西亚、北非、南欧等形成的环地中海早期文明

区。因而考古界逐渐形成了环地中海地区是世界文明中心，中国的人工冶铜技术由西亚传播而来的

“西来说”等认知；但“西来说”的证据尚不充分。公元前 2000 年以前，今天中国的西北各地与包括巴

尔喀什湖和贝加尔湖等呈现萨满文化的广阔北亚草原地区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往来，也涉及人工冶铜

技术的传播。喜马拉雅山脉的造山运动带动了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显著隆升，并导致了中亚地

区大片的沙漠地带，由此在世界各地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形成了中亚地区的地理屏障，阻断了两侧

人类社会的大规模文明交流，是人工冶铜技术自西亚传往北亚草原（“西来说”）的主要障碍。早期

中国在高温技术、铜矿资源以及借助偶然性发现人工冶铜技术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没有依靠西来

冶铜技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总之，中国古代人工冶铜技术来自西亚的说法尚不成立，还需作审慎

客观的论证。

 

在探讨人类冶金技术发展的领域，存在中国古

代人工冶铜技术是由西亚经中亚传播而来的观点，

即所谓的中国古代冶铜技术“西来说”[1]，并在一些博

物展览和书籍文献中经常被提及。分析显示，现有

的考古成果和证据链并不完善，无法支撑基于很多

假设和推断的“西来说”，因而无法排除“西来说”并不

成立的可能性[2]。然而，若想进一步分析“西来说”的

可靠性，还需要仔细观察“西来说”的形成过程，并

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或偏差。 

中国古代人工冶铜技术“西来说”的形成与演变

自 12 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关注西亚地区的文明历

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到西亚探险、考察的行

为日益增多；19 世纪至 20 世纪是欧洲人对西亚进行

大规模考古挖掘的时期[3]。19 世纪中后期，欧洲人

逐渐认清了比西方文明前身的古希腊文明还要早两

千多年的西亚苏美尔文明和北非古埃及文明的面

貌[4]。随后人们逐渐厘清了西亚苏美尔文明、北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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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明、爱琴海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对古

希腊文明的影响，以及各文明间的传承关系；同时

也了解了西亚地区率先发明的人工冶铜技术、人工

冶铁技术向古希腊、古罗马地区的传播，及其对西

方文明发展的影响[5]。从那时起，欧洲人越来越深入

地体会到西亚的文明历史及其人工冶金技术对欧洲

乃至全世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可以看到，

19 世纪以来环地中海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在西方社

会造成的震撼性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以致逐渐形

成了环地中海地区是世界文明中心的理念。经历了

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观察到非西方地区当时广泛的

落后状态，更强化了这一理念，即形成了“西方中心

论”。这种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方学者对

历史学的研究。例如，在没有针对冶金技术非常专

业性的考古研究出现之前，一些学者认为，人工冶

铜技术对早期人类来说过于复杂，只有早期文明发

达的地区才可能发展出人工冶铜技术。一旦文明发

达的环地中海出现了该技术，其他文明的人工冶铜

技术很难避免需由外部传入。

20 世纪以前，在中国并不存在考古学研究。一

些早期的中国人热衷于研究青铜器、碑刻等古器

物，并获得了一些系统性认知，进而形成了传统的

金石学理论。然而相关的金石学知识往往缺乏文物

的出土环境信息和文化背景，难以对历史学研究提

供有力的支撑[6]。20 世纪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受邀

来中国从事考古工作，率先发现了中国远古时期的

一系列历史遗迹，自此开启了中国近代的考古学研

究[7]。安特生主持了仰韶遗址的发掘工作，并认为仰

韶彩陶与中亚、东欧地区的彩陶相似，基于他所熟

悉的西方考古学、尤其是对西亚考古发掘的认知，

因而提出了中华文明源自或传承自环地中海地区的

观念，即在中西方社会曾盛行一时的中国史前文化

“西来说”[7]。但随后对陕西彩陶的考古研究则证实了

在中国发现的彩陶是本土起源的 [8]。20 世纪以来，

中国的大量考古研究成果逐渐证实了中华文明是本

土自生的，而非来自西方。

20 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泰利柯特 (Tyiecote  R
F) 基于中国铜器出现于公元前 20 至公元前 15 世纪

的晚期，即商朝初期的局限性认知，提出中国冶铜

技术来自西亚的“西来说”[9]，并认为冶铜技术从西亚

的伊朗地区出发向中国传播的途径，一条可能是向

北通过高加索地区再向东传往中国，另一条则可能

是通过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接壤地区向东传往中

国；由于高加索山脉的阻碍，约公元前 2000 年的北

高加索地区才出现铜器，而公元前 4000 年以前在伊

朗和土库曼斯坦的接壤地区就已发现源自西亚的人

工冶铜技术。然而，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发现的众

多公元前 2000 年之前的铜器及相应的冶金考古成果

证明[10]，泰利柯特的观念并不正确，导致相关领域

许多学者的认识大有转变，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中国

冶金术独立起源的认知[1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学术界越来越多地

注意到，在今天中国境外北方和西北方的北亚草原

和中亚地区，即在前苏联的南西伯利亚及哈萨克斯

坦发掘到了一些公元前 3000 年的远古铜器[12]，且这

些铜器的形制与中国随后诸如四坝文化区铜器的形

制有类似之处[13]；加上在新疆多处又发掘出了公元

前 2000 年早期的铜器[14−15]，由此确定了中国内地与

相邻的北亚草原[12] 存在早期的文化与人工冶铜技术

的交流。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内地就已经出现了许多

早期铜器[10]，基于之前的“西来说”，仍很容易使一

些人联想到人工冶铜技术从中亚地区和北亚草原向

中国内地传播的可能。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假设，中

亚的冶铜技术还可以追溯到西亚[13−14]。自此中国人

工冶铜技术“西来说”又逐渐变成了人们的主流认知[1,14]。

研究发现，中国早期铜器的成分与西亚的铜器相

似[14]，并被认作是支持“西来说”的证据，尽管当时

全世界各地的人类族群都不掌握人为精确控制铜器

化学成分的知识和能力[16]，也无法长途运输异地的

铜矿石以保持各地冶铜成分的相似性[2]。为了阐述人

工冶铜技术从西亚输往中国的途径，一些研究提出了

“欧亚草原”通道[1,13,17]，试图说明“欧亚草原”在公元

前 3000 年就已经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地理观念。然而，

新兴起的“西来说”也认识到，这仍是基于一些假设和

推断的主观性理念，尚需作进一步的论证和确认[1]。 

铜器时代初期西亚与东亚间联络通道上的障碍

2 亿多年前地球尚未形成稳定的结构，地壳上远

古大洋中的大陆板块不断飘移、碰撞，并造成古特

提斯洋的闭合[18]。约 5000 万年前印度和亚洲大陆板

金属与文明
Metal World

 
26 2024年第 5期



块发生碰撞，导致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隆

升，并带动了帕米尔高原的升高。喜马拉雅山脉至

今的隆升过程以间歇方式实现，即存在若干快速隆

升的阶段[19]。例如，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及其相

邻山脉在约 80 万年前曾出现过一次急剧的隆升[20]，

导致青藏高原的海拔高度超过 3000 m[19]。在随后的

阶段，地球上的现代人即晚期智人族群不断向世界

各地迁移[21]。约几万至十几万年前期间，包括居住

在西亚的部分人类族群可能尚有能力跨越隆升至

3000 多米的喜马拉雅山而进入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

约 15 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又出现新的强烈隆升[19]，自

距今 1 万多年以来其隆升再次加速 [22]。分析认为，

自 16000 年前至今，青藏高原又上升了 1500 m[23]。

如果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在原有海拔 3000 多米的

高度上又上升了 1000 多米，达到高寒缺氧、坡陡路

险等人类难以生存和跨越的状态，则无疑会成为当

时既未进入文明状态，又未掌握人工冶铜技术的人

类族群难以跨越的地理障碍，因而也构成了冶铜技

术传播的屏障。

青藏高原带动帕米尔高原的隆升还削弱了亚洲

季风环流而加强了西风环流，阻断了水汽向今天中

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供应，导致了亚洲内陆快速

干旱化，以致 2 百多万年前该地区出现了许多干旱

的戈壁滩[24]。另一方面，随着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

原的持续隆升，不仅中国西北地区出现了干旱带，

中亚地区的气候也比以前变得越来越干旱，由此在

中亚地区形成了大范围的沙漠地带[25]。所涉及的沙

漠地带包括伏尔加河以东、里海以北的雷恩沙漠与

缅铁克沙漠，以及里海与帕米尔高原之间的卡拉库

姆沙漠群 (中央卡拉库姆沙漠、外温古茲–卡拉库姆

沙漠、孙杜克利沙漠等) 与克孜勒库姆沙漠；甚至还

包括南亚的印度大沙漠。另外，克孜勒库姆沙漠的

北面和东北方直至巴尔喀什湖还有大巴尔苏基沙

漠、咸海沿岸卡拉库姆沙漠、莫因库姆沙漠、萨雷

耶西克阿特劳沙漠等[26]。里海以北及以东的这两个

沙漠区刚好位于泰利柯特所设想冶铜技术从西亚向

中国传播的两个途径上[9]，因而也构成了冶铜技术传

播的巨大障碍。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著名学者希罗多德在他

的著作《历史》中对当时高加索地区的人类社会情

况做过较多的描述 [27]。他认为，高加索山脉以北、

黑海和里海之间欧洲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下

游地区居住着斯基泰人及若干其他相邻部族，斯

基泰人的北方被认作是无人居住地或荒漠地带，第

聂伯河的中上游则被标识为“无人居住之地”。在东

边的伏尔加河上游及乌拉尔河上游，有若干部族

生存的模糊传闻。当时该地区的物品和人员的流

动都非常困难。希罗多德描述到，“这些地方在冬

季都是极其寒冷的。在这些地方长达 8 个月的冬季

里，到处都是滴水成冰，若不是点火烘烤，甚至无

法用水和泥”、“除了绵延 8 个月的冬季以外，剩下

的 4 个月里气候也很凉”。在斯基泰人居住地的北

方，“即在斯基泰亚以北的地方，由于有大量的羽毛

从天而降，因而人们无法去那里实地观察。大地

和空间到处都飞舞着这种羽毛”，“那些漫天飞舞的

羽毛，使得人们不能进入到大陆北部的地方”，这里

所说的羽毛就是漫天的大雪。希罗多德的描述显

示，到公元前 5 世纪时高加索山脉以北至里海地区

的人类活动仍不够活跃，与东欧及西亚地区的联系

也不很频密，加上当地寒冷的气候等因素，都无法

成为西亚冶铜技术通过高加索地区向北传播的便利

途径[9]。

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君主亚历山大带领强大的

军队一路向东征服和讨伐，势不可挡。公元前

333 年，亚历山大占领了巴勒斯坦和埃及，公元前

331 年进入两河流域，公元前 330 年占领波斯都城并

灭亡波斯[28]。随后亚历山大的军队向北征服[29]，来

到里海南端并沿里海向东北方向推进，到达伊朗和

土库曼斯坦的接壤地区后即遭遇卡拉库姆沙漠而无

法前进，向南绕行后再次向北到达当时的马拉干达

(图 1，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30])。此时向西走再

遇卡拉库姆沙漠，向北走遭遇克孜勒库姆沙漠，向

东则是高高的帕米尔高原；亚历山大的军队向这

3 个方向分别作了不成功的进军尝试后，于公元前

327 年转而向南进军（再向西则是高耸的喜马拉雅

山），向南渡过了印度河后即遭遇到河对岸广阔而

难以翻越的印度大沙漠，自此已经疲惫不堪的亚历

山大军队于公元前 326 年停止了东征，沿印度河于

公元前 325 年返回了西亚 (图 1)[28−29]。应该说，正是

隆升的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南亚的大沙漠阻止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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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大继续东征的强烈欲望。迟至公元前 4 世纪在

掠夺财富和抓捕奴隶等利益的驱动下[31]，强大的亚

历山大军队都难以穿越那些沙漠和高原，由此可以

推断，公元前几千纪已经传播到伊朗和土库曼斯坦

接壤地区的冶铜技术[9] 必定更难以通过中亚地区继

续向东传播。
 
 

图 1　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冶铜技术可能向中华文明区传播途径上的中亚地区[32] 与古希腊君主亚历山大东征路线 (图中箭头所示)[29]

 

分析显示[33]，隆升的青藏高原与帕米尔高原以

及中亚地区大片的沙漠地带产生的阻隔作用对人类

的生存和文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以致全

球各地早期文明划分成了“泛环地中海文明区”和“泛
东方文明区”两大范围，分别处于这一阻隔的两侧。

亚历山大军队虽然扫荡了泛环地中海文明区内的古

埃及、苏美尔、古印度等 3 个远古文明地区，但始

终没能跨越喜马拉雅山隆升造成的地理障碍而进入

泛东方文明区。由此可见，从公元前四千纪人类文

明开始萌生，至公元纪年之初人类迁移能力大幅度

增强之前，各个文明的演变和交流不得不主要出现

在各自所处的两大文明区之内，鲜有大规模跨越该

阻隔的文明交流[33]。 

东欧、中亚及北亚草原地区的铜器考古发现

及相互交流的障碍

20 世纪末期，前苏联考古学者切而尼 (Chernykn)
论述了前苏联地区冶金考古的成果。研究显示 [34]，

在西亚地区率先发明人工冶铜制品的基础上，公元

前五千纪在前苏联首次出现了考古铜器，随后前苏

联各地都发现了公元前三千纪中期以前即约公元前

2500 年之前早期的人工冶铜制品，涉及外高加索的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的土库曼斯

坦，东欧草原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伏尔加河西岸地

区，以及俄罗斯北亚草原地区等 (图 2)。发现早期铜

器的外高加索、东欧各地与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地

区可以通过最早发明人工冶铜的西亚地区形成相互

连通的、覆盖了泛环地中海文明区内古埃及、苏美

尔、古印度等远古文明范围的广大区域[33]。尽管如

希罗多德所述[27]，穿过高加索山脉向北传播冶铜技

术对当时的人类并非易事，但东欧草原乃至外高加

索的冶铜技术仍可借助东南欧喀尔巴阡–巴尔干地区

的通道传播而来。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北亚草原地

区发现考古铜器的位置却与上述地区隔离开来 (图 2)，
呈现出孤立存在的现象[34]，即当时尚未出现一个贯通

的“欧亚草原”，也未发现东欧与北亚之间冶铜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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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传播的痕迹。这两个孤立的北亚古铜器遗址刚好

位于当时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萨满文化区[10]，显然

属于已被证实的与亚洲的泛东方文明圈有密切联系的

范围[33]，并不必然能牵扯到东欧或中亚南部地区。

 
 

阿

曼

珠穆朗玛峰
8846.86

萨加玛塔峰

图 2　前苏联及环地中海出现早期铜器的地区[34](图中虚线范围勾勒出公元前三千纪中期之前出现铜器的地区)
 

西亚的人工冶铜技术于公元前三千纪已传播到

土库曼斯坦南部及阿富汗地区[9,35](图 2)。历史上土

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

纳文化区[36]，在该地区出土的公元前 21 至前 18 世

纪的铜斧 (图 3(a)) 和铜壶 (图 3(b)) 显示出了非常成

熟的铜器制作技艺。从该区域向北就进入了乌兹别

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区，该沙漠显然会阻止铜

器技术的北向传播 (参见图 2)。乌兹别克斯坦是土库

曼斯坦和阿富汗的北方邻国，其国家历史博物馆所

保存本地最早的铜器为公元前 6 至前 5 世纪的青铜

锅[37]。在柏林新博物馆举办的“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宝

藏展”上，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本地

出土的晚至公元前 1 至公元 1 世纪精美的铜镜

(图 3(c))，铜镜上的图案与同时期中国西汉众多铜镜

图案中的一种一致 (图 3(d))，说明这件铜器来自中

国；所提供的另一件公元 1 世纪较粗糙的铜锅

(图 3(e)) 也不清楚是否由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生产，因

为自公元前 2 世纪晚期西汉的张骞开始疏通丝绸之

路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铜器的西向传送。然而，

并未发现有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更早铜器的报道 [35]；

图 3 所展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区与乌兹别

克斯坦所发现最早铜器在时间上约 1500 年的巨大差

异说明，沙漠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确实形成了铜器

技术传播的巨大障碍。

参照迄今为止的考古结果[2,10]，如果中国早期的

人工冶铜技术来自西亚，其传播的时间最晚也应在

公元前 2000 年之前。在有史以来地球气候最后一次

明显降温的末次冰期时期[38]，受寒冷季风控制的俄

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大范围冰盖。4 至 5 万

年前中西伯利亚的冰盖达到最大 [39]，到了距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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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北亚地区进入最寒冷干燥的

阶段，即便在西伯利亚地区有人群生存，也会向南

迁移[40]。随后，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仍不稳定，到

全新世晚期的约公元前 2 千纪，东西伯利亚海冰的

覆盖范围明显扩大，气候又转冷[41]。在此期间，直

至人类文明萌生之前，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广

大地区并不适合人类的居住或迁移穿越。由此可

见，长期的寒冷气候及其不稳定状态使得图 2 所示

前苏联及环地中海出现早期铜器的地区未能向西伯

利亚地区扩张。

今天从地理上看，广义的欧亚草原指自欧洲的

多瑙河下游起向东伸展，经匈牙利、罗马尼亚、摩

尔多瓦、乌克兰、俄罗斯、蒙古等国后直达中国境

内，东西绵延近 8000 km[42]；而狭义的欧亚草原则大

致指从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开始向东通过乌拉尔河

流域进入亚洲，并一直延伸至蒙古草原，其东西距

离约 5000 km[43]。基于中亚地区大范围沙漠区域的阻

隔和当时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状态，公元前 2000 年

之前东欧草原与北亚草原的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是

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当时的社会并未形成欧亚草

原的整体理念。只有自公元初年前后以来，欧亚草

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才逐渐呈现出实际的意义。 

亚洲北方草原与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历史联系

及“西来说”的要点

大约公元前 4000 年以来，中国北方相邻的游牧

民族与农耕民族一直存在着各种互动和交往[44]。约

公元前 3000 年中华文明开始萌生，公元前 3000 至

前 2000 年是中华文明的五帝时代。尽管迄今为止对

这个时期相关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并不非常准确可

靠，但中国出现人工冶铜技术之后至夏商周时期之

前的这个时代却是客观存在的。当时各地的不同部

族为改善生存环境而迁移，尤其是一些北方的重要

族群不断向南迁移、相遇、融合，进而融合成了巨

大的部落联盟集团，如黄帝集团、蚩尤集团等，最

终形成了华夏民族[45]。

公元前 2000 年之前全世界的人类族群均未掌握

在生产、生活、争斗中大规模使用马的能力[46]，因

此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人文交

流必定是比较缓慢的。但即便是缓慢的交流也会明

显强于当时北亚草原与东欧草原之间、以及中亚北

部与中亚南部之间的交流，因为前者与后者长期处

 

(a) (b )

(c ) (d ) (e )

图 3　中亚地区早期的铜器：(a) 公元前 21—前 18 世纪铜斧；(b) 公元前 21—前 18 世纪铜壶；(c) 公元前 1 至公元 1 世纪来自中国的铜镜；

(d) 中国汉代的四乳四虺纹铜镜；(e) 公元 1 世纪铜锅**((a),(b) 来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攻金之工”展：阿富汗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

的铜器，(c),(e)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在柏林新博物馆举办的“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宝藏展”，(d)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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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被大片沙漠区阻断的状态 (参见图 1)。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核心区与其北方及西北方邻

近的众多民族有长期交往的历史，且随历史的演变

对居住于西北方的民族有不同的称呼。《史记·匈奴

列传》对这些民族的记载为“尧时曰荤粥，周曰猃

狁，秦曰匈奴”[47]，《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

也述称：“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荤粥，殷

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48]；其生存的范围向

西扩展到今天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一带，向北则

扩展到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49]；覆盖了图 2 中

两个孤立的北亚古铜器遗址所在的位置以及俄罗斯

南西伯利亚其他古铜器遗址的位置[10]。以农耕为主

的华夏民族区与其北方、西北方历史上曾相邻而居

的众多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区均处于泛东方文明区[33]，

各相邻民族经常会因迁移行为而相遇，并发生矛盾

和冲突，但早期的相遇也可能出现相互融合的现

象[50]。大禹时期北方的荤粥就曾参与了华夏民族的

治水活动，因此《诗·商颂·长发》称：“洪水芒芒，

禹敷下土方”，土方是荤粥的分支，即荤粥等民族与

华夏族出现了融合行为[51]；夏商周时期建立周王朝

的周人曾长期与犬戎族错居杂处，犬戎即荤粥的后

裔；殷商讨伐鬼方时，将俘虏的贵族或酋长徙入内

地，与殷人融合或建立国家[51]。夏王朝灭亡后，部

分夏族人向北迁徙，与当地族群融合成为了后来的

匈奴族群，因此《史记·匈奴列传》还称，“匈奴，其

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47]。从五帝时期的荤粥开始算

起，经历禹时的土方、殷商的鬼方、周代的犬戎或

猃狁，到了秦汉朝代的匈奴时，这种融合已经历了

三千余年的历程；且春秋战国时期，荤粥及其后裔

民族和华夏族的融合达到了顶峰[51]。由此可见，自

中华文明萌生以来，中原地区与其北方和西北方地

区的许多民族有着长期的交往与联系。根据迄今为

止的历史观察，这种带有融合性质的联系并不存在

于当时的北亚草原与东欧草原之间或中亚北部与中

亚南部之间。

19 世纪以来环地中海地区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

使得人们认为环地中海地区是世界文明中心之后，

这种西方中心的理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学、

考古学研究的走向。为了能够证明亚洲的人工冶铜

技术是由西亚传播过去的这种尚偏主观的理念，在

传播途径上必然会强调“欧亚草原”的概念，尽管它

对公元前 2000 年之前的人类社会既无实际意义，也

无法自动地推导出传播通道的存在[1]。然而迄今为

止，在包括了北亚草原与东欧草原地理范围的前苏

联冶金考古挖掘中，并没有发现公元前 2000 年之前

在两地之间有什么联系 (参见图 1~2)，以及所期待的

冶铜技术传播链条的证据。另一方面，在亚洲草原

众多公元前 2000 年之前的遗址中挖掘到的所有文物

却都展示出了亚洲草原游牧民族不同于欧洲文化的

萨满文化特征，也看不到与西亚地区有所联系的确

凿依据。

中国的中原地区、河西走廊、新疆，以及覆盖

巴尔喀什湖和贝加尔湖的广阔北亚草原地区属于几

千年来相互密切交流与频繁联系的泛东方文明区。

在这个范围内，人工冶铜技术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任

何方向的传播和交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

在分析和思考这种交流时应该从历史上相应文明涉

及的范围考虑，而不应受限于今天各国的行政边

界。虽然中国内地与北亚草原在古代冶铜技术传播

方面的考古发掘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原则上

并不是早期人工冶铜技术是否来自西亚的关键环节

和核心要素。综上可以看出，目前论证“西来说”的
关键或主要障碍在于：公元前 2000 年之前西亚早期

的人工冶铜技术如何就能跨越中亚里海北岸以北和

东岸以东地区的沙漠地带，或如何跨越帕米尔高原

和喜马拉雅山的阻隔 (图 1) 而最终传向了北亚草

原。就目前来看，公元前 4 世纪已进入铁器时代，

并掌握了强大军力的古希腊亚历山大仍旧无力克服

这个障碍[29]，而且尽管在中国早期铜器被大量人为

湮灭的情况下[52]，北亚草原的人工冶铜技术也未能

展现出一定早于中国的中原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现象[10]；

由此可见，在论证中国人工冶铜技术“西来说”所需

克服的主要障碍方面仍会存在一定的挑战。早期的

中国在高温技术[16]、铜矿资源以及借助偶然机会发

现人工冶铜技术方面均具有一定优势[53]，并不存在

远古中国冶铜需依靠西来技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2]。

因此在继续论证“西来说”时，应注意以研究中亚地

区的传输障碍为要点，且在中国人工冶铜技术无必

要、非必然源自西亚的情况下，注意避免先入为主

地坚持把“西来说”作为原则和出发点[1]，防止进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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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探索。 

结束语

历史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隆升，以及所

造成中亚地区大片的沙漠地带阻断了公元前 2000 年

之前西亚或东欧的人工冶铜技术向北亚草原传播的

路径。同时期同属泛东方文明的中国中原、西北、

新疆等地与北亚草原地区有着长期、频繁、传统性

的交往和联系，也应包括铜器技术的交流，且这种

交流与人工冶铜“西来说”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尚

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古代人工冶铜技术来自西亚的可

能性，但迄今为止，“西来说”尚不成立，仅是一种

推测，也存在并不成立的可能。应该在排除明显主

观性限制的前提下进一步论证“西来说”的设想，探

索早期西亚人工冶铜技术是否能、以及如何克服中

亚地区诸多地理障碍造成的不确定性而输往北亚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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